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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视域下的产消者：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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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消者是指那些兼具生产功能的消费者，他们既通过参与生产服务活动来创造

价值，又通过消费活动来享用价值。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这类个体提供了丰厚的生存土壤。本文

首先界定和厘清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产消者概念的内涵及特征。其次，基于对403篇中英文文献

的分析，本文全面地归纳了产消者相关研究的脉络，总结了三个关键的研究阶段，即对产消内

涵的讨论、对生产与消费的边界的分析，以及对数字技术赋能的探讨。再次，基于相关代表性产

消者服务的研究，全面总结了产消者事前服务准备、事中服务过程、事后服务结果的评价等服

务环节的研究进展。最后，针对产消者服务准备的分析体系、服务过程中的交换机制、服务结果

中的消费者响应等问题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研究命题。概括而言，本研究率先将产消者和数字经

济这两个相对割裂的领域紧密地联结起来，不仅在内涵和研究脉络方面为理解数字经济中的

产消者提供了一个兼顾“点”和“面”的深刻认识，而且还引领了产消者服务相关理论和实证的

进一步研究。由此，本文不仅在产消者和数字经济相关研究方面做出了承上启下的总结，还能

为相关平台治理举措和产消者福祉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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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产消者通常泛指那些既能够通过参与生产服务活动来创造价值，同时又能够通过消费活

动来享用价值的个人。具体而言，他们能够在原有消费活动的基础上，通过租赁、借贷、分享、交

换、交易等多种形式的生产服务活动来创造消费价值，从而实现生产角色与消费角色的产消合

一（钱平凡，2020；沈蕾等，2019，2021）。早在Web 2.0时代，消费者在社会化电商平台（如小红

书）中的信息内容生产活动（沈蕾等，2019；Ritzer和Jurgenson，2010）就预示了产消者的兴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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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近年来，以数字平台的发展为契机，个体产消者通过利用个人资产能够在不转移所有权的

基础上为消费市场提供临时可获得的使用权服务（access-based service）（Eckhardt等，2019）。例
如，他们利用个人房屋（如小猪短租和Airbnb）来获得额外的收入，或是利用闲暇时间开个人私

家车去载客出行（如滴滴和Uber），或者与企业一起参与众包活动等。不过，在早些年数字技术

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技术对个人的赋能水平低下，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消者群体的扩大和市

场影响力，因而尚未引起学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共享经

济、协同消费、零工经济不断涌现，这些都为个体产消者通过数字平台来参与商业生产服务活

动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契机。如Deloitte于2018年发布的创新报告显示，在美国、英国、中国、德国

等多个国家中，约5亿人曾作为产消者参与过数字经济服务活动（Deloitte，2018）。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于2021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中指

出，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更多无需本地就业的新型灵活就业形式。由此可见，在数字技

术赋能更多的个体消费者、使之转化为产消者参与市场生产服务活动的背景下，产消者群体得

以日益壮大，这一方面为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为理解和管理该群体的实践带来了

诸多新的难题和挑战。确切地说，无论是对该群体的福祉（如需求的满足）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

展实践（如数字中国）而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开展产消者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同

时也迫切需要研究者的重点关注。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消者在概念方

面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早在托夫勒（Toffler）提出产消者概念，认为产销者的生产活动主要是

为满足其个人自身的消费需求时，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就指出，需要从为自身使用而

生产（production for use）以及为与他人交换而生产（production for exchange）两个方面来看待

产销者（Kotler，1986）。在数字经济兴起之后，与个体服务者相关术语层出不穷，如供应型用户

（涂科等，2020）、零工工作者（Gleim等，2019）、个体服务者（Lin等，2019）。这些术语是否等同于

产消者？或者说，它们与产销者有何异同？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厘清；也未有研究基于数字经济背

景探讨产消者的内涵及其与关联概念的异同。这为开展产消者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阻碍。第二，

揭示数字技术与产消者研究脉络的关联。以往的数字经济研究与产消者研究彼此割裂，相关研

究与实践进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从近年来数字经济促进了大量个体产消者参与生产服务

活动事实可以看出，数字技术的赋能对产消者参与市场活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有关

“数字技术在产消者研究脉络中有何作用”等关键问题上存在认识不足。第三，从服务营销的角

度评述和展望产消者研究。产消者在管理学相关领域中的探讨方兴未艾，本文旨在从服务营销

的视角深入探讨产消者服务的相关研究命题，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研究意义和贡献：首先，在概念界定方面，本文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

中的产消者提供了具体全面的认识，还厘清了产消者与其他术语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因此能够

为后续研究在理解产消者内涵方面提供扎实的研究基础。其次，为了兼顾述评的“面”和“点”的
内容，一方面，本文基于多个关键词及多个数据库对403篇中英文文献中的摘要内容进行了分

析，梳理出以往研究中重要的研究主题，从而在“面”上为充分了解已有研究的全貌做阶段性总

结，明确了数字技术赋能在产消者兴起和活跃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产销者活动的基本趋势，能够

为学者开展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消者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依据。另一方面，基于对产消者

的概念界定和已有的管理学相关视角下的产消者研究进展，本文从服务营销的角度提出了产

消者参与服务的事前（服务准备）、事中（服务过程）、事后（服务结果）这一分析框架，总结已有

的研究发现和尚未解决的研究难题，从而在“点”上总结了产消者服务主题研究，有助于推动未

来的产消者服务主题研究。最后，为了揭示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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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研究命题。因此，本文不仅能为未来致力于开展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

坚实的研究基础和分析思路，也能为数字平台企业的治理举措和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制定提供

有价值的的洞见。

二、  产消者的概念界定

（一）产消者的概念内涵和特征

产消者（prosumer）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托夫

勒认为，那些不是在市场中为满足个人自身需要而购买，而是选择为自己的使用需求而生产产

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即为“产消”（Toffler，1980）。在早期，该术语在能源学相关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沿用（Korsnes和Throndsen，2021），例如，在光伏产业中用来描述既消费又生产电力的用

户。不过，在早些年数字技术发展受限的背景下，市场中的产消者群体人数较少，并未引起足够

多的关注（沈蕾等，2019）。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得到赋能、赋

权，他们能够通过参与生产服务活动而化身为产消者。随后，产消者的角色逐渐受到国内外学

界的关注（钱平凡，2020；沈蕾等，2021；项典典，2020；Bardhi和Eckhardt，2017；Eckhardt等，

2019；Ritzer，2014）。不过，由于研究视角和情境的不同，学界涌现出了一批不同的相似术语，如

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劳动（韩文龙和刘璐，2020），平台视角下的供应型用户（涂科等，2020），等
等。因此，为了全面深化对产消者的理解，厘清其与不同术语之间的差异及关系，本文基于数字

经济中的相关热词（如digital economy，peer to peer，gig economy，sharing economy，access-based
consumption，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等），初步总结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有关个体服务的相关

代表性术语（如表1所示）。

广义来讲，自托夫勒1980年提出产消者这一术语以来，有关其内涵的界定是相当宽泛且不

断迭代的（Korsnes和Throndsen，2021；Toffler，1980）。一些学者认为，只要传统消费者参与了生

产服务活动，即是产消活动的一种，如采用自助式设备为自身提供服务（Lang等，2021）。这种

情况的产生与多样化的学科视角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深入分析具体情境

中的产消者内涵及其特征。实际上，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产消者内涵的更迭与数字经济的

发展密不可分。在早些年，营销学界就提出了类似的术语，如Cova和Dalli（2009）基于价值的视

角就曾提出工作型消费者（working consumer）这一概念，但由于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不足，工作

型消费者的市场力量并不强，涉及到的资源大多为个体人的劳动力，而物质资源依然依托于企

业，因而仅在传统经济的范畴中做额外的价值补充。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体

大众能够以较低的门槛通过数字平台去开展个体服务活动。如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和技能

等非物质的劳动力资源禀赋来选择性的打“零工”（Gleim等，2019）。该术语与数字劳动（韩文龙

和刘璐，2020）有相似之处，因为两者均强调非物质的劳动力资源；但相比之下，数字劳动更倾

向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非物质生产资料，而传统的零工工作者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以外依然参

与线下服务活动（如小时工）。进一步的，在物质资源方面，个体大众还可以通过分享个人物质

资源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例如，共享出行和共享短租服务等。一些学者则基于点对点服务的特

征，将这些群体称为个体服务者（peer provider）（Lin等，2019）或供应型用户（涂科等，2020）。实
际上，产消者这种愿意投入个人资源的特征还具有联合生产的功能，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在更

广的范围内与企业实现价值共创，从而从被动接受产品服务的消费者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生

产服务的联合生产者（Dellaert，2019）。在这些术语中，个人具有鲜明的生产属性，相对缺乏对

消费属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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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消者及相关术语

代表性文献 术语 定义描述 特征概括
消费
属性

生产
属性

资源
禀赋

对数字
技术的
依赖

Ritzer和
Jurgenson，
2010；Bardhi和
Eckhardt，2017；
Benoit等，2017；
尹莉和臧旭恒，
2009；沈蕾等，
2019

产消者
prosumer

产消者是那些可以
在个体生产服务者
和消费者之间自由
转换角色的个人

服务主体的角色有较高
水平的灵活性，可以在
消费者和服务者之间灵
活地转换，兼具创造价
值和享用消费价值的双
重属性

√ √

个人的
物质和
非物质
资源

中

涂科等，2020
供应型用户
supplier
user

连接顾客方并在具
体的服务活动中扮
演服务提供方角色
的用户

强调数字平台与其他顾
客的连接性，数字平台
是连接双方服务交换活
动的中介

× √

个人的
物质和
非物质
资源

中高

Gleim等，2019 零工工作者
gig worker

在不影响日常工作
和生活的情况下，通
过参与零工服务来
获取额外收入的群
体

高水平的自由和灵活
性，与已有固定的生活
和工作有较高水平的兼
容性

× √
个人非
物质的
劳动力

中

韩文龙和刘璐，
2020

数字劳动
digital
labour

在互联网空间中，以
数字化知识和信息
为关键生产资料的
生产活动

依托互联网为载体，强
调非物质性的生产资
料，包括无偿和有偿的
劳动

× √
非物质
的劳动
力

高

Lin等，2019
个体服务者
peer
provider

自愿与其他个体共
同参与服务价值创
造活动的个人

不仅包括以交易为导向
的商业特征，还包括个
体间社会化互动导向的
特征

× √

个人的
物质和
非物质
资源

中高

Dellaert，2019 联合生产者
co-producer

在市场网络中担任
共同生产角色的消
费者

强调价值共创，消费和
生产角色的共存 √ √

市场资
源（个
人的、
企业
的）

中

本文

数字经济产
消者
digitalised
prosumer

借助数字化平台，为
满足个人层面的消
费需求（本人的及他
人的），以个人可支
配的资源禀赋为基
础来主导个人间点
对点生产服务活动
的群体

数字经济产消者以数字
平台企业为媒介和支
撑，以满足个人需求为
目的。他们是服务生产
活动主要的资源提供
者，在顾客旅程中主导
着实际的个体间互动，
是数字经济中不可缺少
的角色

√ √

个人可
支配的
物质和
非物质
资源

高

 
 

（二）理解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

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关产消者的界定存在诸多过于宽泛和模糊的情况，基于此，本文通过

文献回顾发现，一个可能帮助解决该方面问题的观点不是割裂地看待大众个体人的生产或消

费角色，而是将产消行为灵活地放在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区间中，根据权重的不同，可在生产型

产消或消费型产消之间转移（Ritzer，2014）。不过，虽然这种界定方式为“什么是产消者”提供了

借鉴，但其未能很好地明确区分产消者和非产消者。鉴于此，根据对已有产消者文献的分析，本

文认为，在数字经济的情景下，理解产消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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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比较消费者和雇员，产消者个体与企业的关系存在特殊性。产消者不再如消费者

那样单一被动地接受生产服务。根据Vargo和Lusch（2004）的观点，与商品主导逻辑（goods-
dominant logic）中传统企业主导生产服务活动有所不同，在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中，传统消费者能够参与市场价值创造活动并成为价值共创者。如爱彼迎（Airbnb）民宿

的产消者能提供不同于传统酒店的独特体验价值（Mahadevan，2018）。不过，从实践来看，产消

者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无论是为自身还是他人，大多为满足个人需求而存在，并不涉及到企业

内部和企业间的交换。此外，产消者参与价值创造活动与雇员也不同，他们往往未签订正式的

合同，且并不需要完全服从于企业对生产服务活动的管理活动。因而在数字化背景下，对于数

字平台企业，他们对产消者群体更多的需要予以“引导”而非正式的人力资源管理。由此，产消

者与企业既有消费者和产品/服务提供者的关系，又有联合生产或价值共创的关系，且这种关

系并不依赖于传统的企业管理活动。

第二，产消者参与市场生产服务活动所涉及到的“个人”资源禀赋更广。对于消费者角色而

言，他们的资源禀赋主要为服务于消费的金钱（如钱包份额）和非金钱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而

产消者所投入的资源禀赋要更加广泛。以早期将在线媒体作为研究情景的研究为例，相关研究

认为产消者在线生成内容就是生产的过程（Ritzer和Jurgenson，2010）。因而产消者的生产服务

活动通常涉及非物质的知识和劳动力禀赋，在数字环境中则还被称为数字劳动（韩文龙和刘

璐，2020）。此外，在数字技术催生的基于使用服务的商业模式中，产消者的服务活动还关乎个

人可支配的物质资源禀赋（如短租服务的房屋，出行服务的汽车等）。可见，数字技术使得产消

者各种可支配的个人资源的利用率得到大幅提升，使得他们能够在使用和消费这些资产的同

时为他人服务（如私家车出行服务），这大大增加了产消者参与市场生产服务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数字技术赋能高水平的自主性，生产和消费角色易转换，消费和生产功能的实现涉

及到多个个体人。相关研究认为，产消者的生产和消费属性并不一定同时体现，他们既可以在

某一个时间点作为消费者参与消费活动，又可以在另一个时间点作为生产者来参与生产服务

活动（Ritzer，2014）。因而，产消者在消费和生产活动之间存在高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在数字

时代，这些特征尤为凸显，这与其能够快速进入和退出数字平台市场的低门槛和低成本可能有

着密切的关系。不过，与企业实现盈利等方面价值的目标不同，Toffler（1980）认为，产消者参与

生产服务的目的始终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和实现满意。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技术能够赋能产

消者更高的自主性，能在更宽广的市场范围内开展生产服务活动（Fox和Li，2012）。根据赋能理

论（empowerment theory）的相关观点，数字技术的赋能涵盖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Zimmerman，
2000），在过程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使行为个体（如产消者）更加了解所处市场环境中的要素，能

够增强个体对决策过程的认识和影响；而赋能的结果则体现在个体在自主性、灵活性和掌控力

等方面的增强。在实践中，这表现为产消者对自身生产服务活动的高水平自我负责和自我雇

用，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数字经济生产服务活动，而数字平台企业并不主导实际的生产服务活

动，而大多作为协助者或引导者（项典典，2020）。因此，鉴于个体产消者有着灵活的市场进入和

退出机制、相对敏锐的感知、以及能够独立自主的特征；可以看出，产消者有着高水平的灵活性

来选择在相应的时空中通过生产服务亦或是消费来参与市场活动，从而最终实现个人需求的

满足（Xie等，2008）。特别的，根据最新研究的观点，产消者的生产除了满足自身使用等消费需

求，还包括满足其他消费者需求的交换特征（Lang等，2021）。换句话说，这些产消者在对自身

资源的使用或消费过程中，就能够同时通过生产服务活动来满足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如私

家车出行服务，钱平凡，2020；房屋短租服务，沈蕾等，2021）。
综上，本文认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消者是借助于数字化平台，为满足个人层面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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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本人的及他人的），以个人可支配的资源禀赋为基础来主导个人间点对点生产服务活动

的群体。根据此概念界定，本文认为，在数字经济实践中，通过利用个人资源（如汽车和房屋）的

出行司机（如滴滴）和短租房东（如爱彼迎）是典型的产消者，这和以往营销学相关研究的观点

有一致的地方（Eckhardt等，2019）。而有关前人认为在网络空间中的内容生成行为（如Ritzer和
Jurgenson，2010）以及自助式服务生产活动（如Lang等，2021）则属于传统产消者的范畴，并不

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数字经济产消者。但值得一提的是，若个人通过租赁数字平台的资源，如

滴滴自行定制的汽车，来提供出行服务的群体也不在本文的产消者范畴内，因为这和一些传统

的出租行业模式近乎相同。此外，一些专业的房屋服务中介，代替那些愿意利用闲置房屋开展

短租服务但自身并不付出时间精力成本的资源所有者来提供服务的群体，也不在本文考察的

产消者范畴中，因为实际的资源所有者并未主导生产服务活动，并且这些中间者和传统的中间

商的差异微乎其微。此外，在概念层面，与其他相似术语相比，本文的概念界定虽然强调了数字

经济背景下的适用性，但依然在以往传统产消者的内涵范畴中。在要素表述方面，本文的表述

与联合生产者、个体服务者最为相似，但这些术语并未考察多方面特征要素，且仅个体服务者

与数字技术有一定的关联。而供应型用户涵盖了平台中一端所有的生产服务执行者，并未考察

资源是否为平台还是个人所有等方面要素，而零工工作者则大多趋于传统小时工的进一步外

延，仅在数字技术平台的介入方面与产消者相似。

三、  产消者研究脉络和产销者服务过程研究

（一）产消者相关研究脉络

为了描绘以往的产消者研究脉络，本文首先基于相关关键词（如prosume、prosuming、
porsumption、prosumer），在Web of science（主题范围检索）、Ebsco（摘要范围检索）、Proquest（摘
要范围检索）等多个数据库检索到了1 546篇原始英文文献，在此过程中我们仅限制了学术期

刊类别和英文语言这两个指标范围，在删除重复记录后，根据题名是否相关筛选出了发表在

1993年至2021年7月期间的386篇英文文献。随后，本文对这些文献中的摘要内容开展了词频分

析。特别地，由于中文文献发表较少，在CSSCI核心学术期刊范围内基于关键词高级检索“产消

者”得到17条检索记录，我们在后续的分析中一并将这些文献纳入了讨论。通过分析发现，除了

高度关联词prosumer以外，有关研究情景的词语如energy、media、grid、system、electricity、household
等高频出现。限于篇幅，根据相关研究主题，本文发现，在不同的时间段中有以下特点（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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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阶段（2014年以前）：对产消内涵的讨论

该阶段主要在2014年以前，以产消（prosumption）现象的识别和概念为研究焦点。如Xie等
（2008）分析了产消相关行为（如食物产消）的表现倾向。尹莉和臧旭恒（2009）则在众包的范畴

中讨论了产消合一。Ritzer和Jurgenson（2010）则进一步在食物产消以外例证了其他类型的产消

行为，如自助服务，网络空间中（如Facebook，YouTube等）的内容生成行为等。Fox和Li（2012）
则认为若考察技术的作用，产消行为还能扩展到更多的产品制造领域。Ritzer（2014）则阶段性

地回顾产消行为本身的特征，指出对产消行为的认识存在诸多模糊的地方，因而其中立地提出

了产消区间（prosumption continuum）的观点来引导后续研究；如消费型产消（prosumption-as-
consumption）、生产型产消（prosumption-as-production）、均衡型产消（balanced prosumption）。整
体而言，该阶段奠定了产消者研究的基础，以较为广泛的分析视角讨论了哪些行为属于产消范

畴，不过，在具体的研究情景中，有关产消行为的界定标准依然存在诸多不一致和有待明晰的

地方。

2. 第二阶段（2014—2018年）：对生产与消费的边界的分析

第二阶段延续第一阶段有关产消的分析，但重点转移到对消费属性（相关关键词如

consumer和consumption）和生产属性（相关关键词如producer和production）的分析，旨在探讨两

者之间的边界及其争议。一方面，以Ritzer（2014）的产消区间观点为基础，一些学者认为，随着

技术的发展，消费和生产属性往往是难以割裂的甚至是模糊的，例如消费者参与市场服务的价

值共创活动亦体现了其生产属性，而服务的过程体验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消费属性

（Chandler和Chen，2015）。而Hartmann（2016）则认为应以个体人的实际生活轨迹为分析单位，

探讨个体生活中的消费时刻（consumptive moments）和生产时刻（productive moments），该观点

一定程度上是对产消区间观点的进一步补充。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采用二分的方式来看待生

产和消费属性。如Nagel等（2018）将自我生产视为产消，而消费他人生产服务即为消费，个体人

通常面临着“产消或消费”这一决策的权衡。同样，杨嫚（2018）认为产消者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并

不一定要同时发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分离，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出售和购买可以是独

立的行为。综合来看，多数研究倾向将生产和消费视为产消的两种属性，并一定程度上赞同产

消区间的论述，但有关生产和消费的表现形式存在诸多研究视角方面的差异。

3. 第三阶段（2018—2021年）：对数字技术赋能的探讨

2018年以来，共享（sharing）、个体人（相关关键词如individual、peer、P2P）和数字技术（相关

关键词如digital、technology、Algorithm等）等词语开始涌现；这与数字技术赋能个体消费者参

与市场服务无疑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的，有关服务主题的分析一直贯穿在不同的研究阶段，

并在第三阶段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消者服务重要性的凸显与数字技

术的赋能是紧密相连的。相关研究以数字经济为背景，初步探讨了诸多新的产消现象，如智能

能源产消者（Korsnes和Throndsen，2021）、智能化产消关系（谷虹和李喻，2020） 、共享产消者

（Lang等，2021）、点对点产消社区（peer-to-peer prosumption community；Alhashem等，2021）等。

不过，虽然该阶段的研究反映了学界对产消者的高度关注，但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催生的新产消

现象，少有研究基于数字经济背景来分析相应的产消者内涵及其外延，因而相关研究大多停留

在现象层面。因而在理解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方面，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分析，仍然有待做更

多的探讨。

（二）分析产消者服务：服务准备—服务过程—服务结果的评价

如前文所述，管理学界对产消者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关产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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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主题研究逐渐引起关注（Lang等，2021；Nagel等，2018）。以本文所界定的代表性产消者

（如小猪短租/爱彼迎房东、优步/滴滴司机）为出发点，对产消者的服务相关研究进行总结。整

体来看，相关学术研究发表覆盖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期刊，除了国内管理类期刊（如《管理世界》

《南开管理评论》《外国经济与管理》等）外，英文发表涉及多个领域，例如，商业领域（如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Marketing、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等），旅游

领域（如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管理领域

（如Journal of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信息领域（如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ternet Research）等。鉴于此，为了深入梳理已有的产消者服务主

题研究，本文分别从产消者服务的事前（服务准备）、事中（服务过程）和事后（服务结果的评价）

这三个环节进行梳理（如表2所示）。
 

表 2    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服务研究

研究主题 研究内容 主要难题 代表性研究
　　产消者服务准备环节

产消者参与
服务

1.大众消费者为什么要
成为产消者？
2.成为产消者所需要的
条件和前提

产消者在参与服务活动时，需
要权衡哪些独特的利和弊？

Alrawadieh和Alrawadieh，2018；
Benoit等，2017；Chandler和
Chen，2015；Lee等，2019；
Renuka，2019

产消者服务过程环节

产消者服务
行为

1.网络信息披露行为研
究
2.服务互动行为研究

1.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服务行
为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2.有效引导产消者服务的数字
平台治理举措

Cheng等，2018；Gunter，2018；
Kwok和Xie，2019

产消者服务结果的评价环节

产消者服务
的结果

1.对产消者服务质量的
评价
2.对产消者服务体验的
评价

1.消费者如何响应产消者服务
2.影响产消者服务结果的情景
因素分析

Agag和Eid，2019；
Kozlenkova等，2021；Mao和
Lyu，2017；Wang和Jeong，2018；
项典典，2020

 
 

1. 产消者服务准备环节

该环节主要关乎个体大众选择成为产消者并参与服务活动的前因，概括而言，已有研究主

要初步考察了三个主要的问题面：首先，具备什么能力的人才能够参与产消者服务活动？其次，

除了产消者自身的能力特质，还需要哪些资源来为其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条件？最后，即

便有能力也拥有资源，人们成为产消者的动因是什么？

（1）产消者参与服务的前提：能力因素

研究表明，产消者的服务活动与传统员工对消费者的“客户至上”标准化服务有很大的不

同，其与消费者之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或信任问题（Moon等，2019）。进一步的，不同于传统企

业的一线服务人员，个体产消者并未像传统企业员工那样接受企业系统的培训和监督，因而其

实际的服务能力是参差不齐的；此外，由于灵活性高，进入门槛低，参与服务的形式很大程度上

由产消者自身决定，因而其服务是非标准化的且难以实施强管控的。例如滴滴司机，通常是没

有经历过出租车司机职业培训的个人在提供服务。在实践中，与企业的整体服务管理流程不

同，产消者往往需要独自完成从消费者询问到交易达成的各个环节，因而产消者的服务能力是

保障其服务水平的关键因素（项典典，2020），其影响着消费者信任和购买意愿（Agag和Eid，
2019）。例如，短租平台爱彼迎对一些专业产消者授予“超级房东”称号，这类群体通常相对具有

较强的商业化素养，也有着较高的服务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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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消者参与服务的条件：资源因素

实际上，仅仅有了服务能力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产消者，这是因为，对于一些数字经济服

务，产消者若要参与服务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资源禀赋。通常，企业服务人员所需的服务资源由

企业提供，但产消者若要参与提供服务，必要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则主要由其个人承担，特别

是物质资源（如出行服务的汽车、住宿服务的房屋）。特别地，产消者的个人服务质量水平与资

源投入程度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trade-off），即注重质量还是数量，投入更多的资源意味着迎

来更多的消费者，但平均到每位消费者的服务资源（如产消者的时间精力）则会受到限制，这对

产消者个人的服务管理活动带来了挑战（项典典，2020）。从这个意义而言，产消者的活动除了

要审视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还要考虑可能的资源分配问题，例如，时间或精力不足时可采取

聘请其他人员协助服务活动的做法（Alrawadieh和Alrawadieh，2018）。
（3）产消者参与服务的动因：动机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消者对服务的参与，例如，在失业率较高

的国家地区，个体大众就抓住了数字经济平台所创造的这种创业机遇（Paik等，2019）。从这个

意义而言，产消者之所以愿意投入个人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参与服务提供活动，首要因素就在于

其能够得到经济回报。其次，产消者的参与动机还是多维度且存在个体差异的。一些学者曾指

出，除了经济动机，产消者参与服务的动机还包括社交动机和娱乐动机等多个方面（Benoit等，

2017；Renuka，2019）。不过，鉴于产消者在参与服务活动时提供了自身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

源，因而其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是有较多的成本投入的，所以在动机激励方面，经济动机是保障

产消者参与的基本维度（Benoit等，2017；项典典，2020）。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动机维度在促

进产消者参与服务的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如Xie和Chen（2019）的研究表明，在短租情境中，在

促进产消者投入更多的资源到服务活动方面，社交动机可能比经济动机的作用要更强。

2.产消者服务过程环节

在服务过程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产消者在服务提供活动过程中的行为表现，主要包

括多方面的线上和线下互动活动（Agag和Eid，2019）。在线上服务行为方面，主要涉及到产消

者与消费者产生实际交易的事前和事后。具体而言，在交易之前，产消者的服务行为主要表现

在产消者对个人和产品信息的披露以外，还包括对以往消费者服务需求的响应等信息（如是否

接受订单）（Gunter，2018），个人照片等信息（Fagerstrøm等，2017）以及定价（Kwok和Xie，
2019）。在交易之后，则主要表现在产消者服务历史信息的披露，如其他消费者的评分，产消者

与其他消费者之间的相互评价（王璐等，2020）。在线下服务行为方面，产消者服务行为主要关

乎其与消费者在服务交易过程的事中互动。这种互动过程中的服务行为至关重要，这是因为，

数字经济产消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与传统企业或服务人员与顾客的关系不同，其更趋于双

方同等的交换关系，因而服务互动中的关系是否融洽决定了消费者的态度、购买意愿以及口碑

等多个方面（Wang和Jeong，2018；Moon等，2019）。如Agag和Eid（2019）的研究表明，产消者的

爱心和诚实服务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因素。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初步在服务行为方面做出

了诸多分析，在探讨产消者服务“好不好”的方面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研究发现和依据，丰富了产

消者服务行为相关研究的知识。

3.产消者服务结果的评价环节

有关对产消者服务的评价主要是基于消费者视角的，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消费者

对产消者服务的评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产消者服务质量的评价和对产消者服务体验的评价。

（1）对产消者服务质量的评价

在对产消者服务质量的评价方面，一些研究同时考虑了平台和产消者。如Aw等（2019）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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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消费者感知服务的个性化程度，以及感知评价系统的有用性是促进其感知价值的重要

方面。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聚焦于对产消者而非平台服务质量的评价。如Wang和Jeong（2018）
就探讨了产消者服务关系质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Cheng等（2018）分析了消费者对出行平

台的司机产消者服务表现的评价，这些因素都是促进消费者忠诚的重要方面。概括而言，相比

其他影响消费者参与的研究，关于对产消者服务质量的评价的研究相对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研

究将产消者作为平台服务的一部分来综合分析，以整个平台为评价单位来探讨服务质量相关

指标对消费者满意度、态度及其行为意愿的影响。对于具体的产消者服务质量维度以及哪些独

特维度在数字经济中更为凸显等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探讨。

（2）对产消者服务体验的评价

除了对产消者服务质量的评价以外，现有研究还从消费者体验的角度对产消者的服务做

出评价。在服务体验方面，与服务质量评价不同，相关研究大多关注针对产消者而非针对平台

的评价。通常来说，消费者感知到的服务体验水平越高，就越能带来更高水平的消费者满意度

以及更积极的继续参与意愿。例如，So等（2018）探讨了服务体验中的真实性体验对促进消费

者态度和行为意愿方面的作用。Mahadevan（2018）探讨了本地化体验、社会化体验、家体验等

多方面服务体验维度对消费者整体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此外，除了积极体验方面，一些研究也

初步探讨了消极体验。例如，Griffith等（2018）以出行平台服务中的性骚扰现象为研究出发点，

分析了消费者参与产消者服务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所

提供的服务体验是多样化的。

四、  数字经济视域下产消者服务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虽然近些年有关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已得到学界的关注，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未

来研究做更多深入的分析，挖掘更多新的规律。鉴于此，基于服务营销的视角，本文基于所提出

的产消者服务准备、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的评价这三个重要的服务环节为分析框架，从产消者

参与服务的前因、过程机制、结果及边界条件等方面提出未来可能的重要研究命题，由此，一方

面，加深对产消者的理解，另一方面，引导未来进一步的产消者服务主题研究。

1. 产消者服务准备的分析体系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人在做出决策时，通常会考虑“收益”和“成本”两方面的要素（Baltas
等，2010），这种决策逻辑一定程度上为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认知提供了行动思路。因此，本文

认为，在数字经济中，产消者作为个人，其对“得”（收益）与“失”（成本）的考量也可能是影响其

参与服务的核心逻辑。实际上，产消者在参与服务时会考察多方面的积极面，如额外的经济来

源、社交关系的建立和拓展、个人经验的积累和学习等。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产消者在参与服

务时还面临着不同类型的消极面，如服务中的角色压力（涂科等，2020）。概括而言，以往研究大

多相对割裂地看待产消者服务准备阶段所面临的这些二元问题，其中一个缘由是与有关该环

节知识的不足有紧密关系，若能将产消者服务准备环节划分为不同的子体系则可能在很大程

度上帮助理解该环节的特征。因此，基于动机—机会—能力模型（motivation，opportunity，
and ability model，简称MOA模型）在分析个体参与活动方面有其优势（Maclnnis等，1991）。本
文以MOA模型为出发点来进一步剖析产消者服务准备环节的构成要素。

首先，动机（motivation）因素通常关乎个体对特定目标展开行动的激励。实际上，产消者之

所以愿意投入个人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到数字经济市场活动，首先就在于其能够得到经济回报。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产消者参与服务生产活动的动机还包括非经济类的社交、娱乐等方

面动机（Benoit等，2017）。根据这些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在产消者服务准备环节，动机要素是首
 

数字经济视域下的产消者：研究述评与展望
45



要的方面，不过，鉴于动机维度的多样化，具有不同类型动机的产消者势必有着不同的关注面。

例如，一些盈利导向的产消者具有高水平的经济动机，这可能促使产消者提供专业化服务，目

的是获取更多的服务订单；但相比社交导向的产消者，其可能更容易忽视与其他消费者的互

动，从而损失社会化互动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其次，MOA框架中的机会（opportunity）要素是指那些对个体人参与活动时的注意力产生

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促进或制约着个体认知资源的投入（Maclnnis等，1991）。在产消者服务

实践中，该方面要素主要体现在其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方面。尽管产消者在参与市场活动方面

具有较高水平的灵活性，一些产消者也会因时间及精力等资源的不足，选择兼职从事服务生产

活动。此外，一些产消者则可能会选择投入所有个人资源以全职从事服务生产活动，在这种情

况下，其虽然能够获得自由的工作-生活方式，但可能还要面临着缺乏稳定的职业保障的境地。

总之，不同的产消者会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灵活地选择参与服务的方式，尽管在不同的条件

下可能有着不同的资源投入方面的权衡，但这种灵活性为产消者权衡如何参与市场服务活动

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空间（Benoit等，2017）。
最后，MOA框架中的能力要素通常反映个体对其所参与的活动能否胜任的程度（Maclnnis

等，1991）。与传统经济固定工作的员工不同，数字平台企业并不具备传统企业那样强有力的管

控力度，但缺乏企业对服务生产活动的管理也意味着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和支持，因此，产消

者还面临着服务资源及管理能力等潜在的挑战（Tae等，2020）。在实践中，若要为消费者提供满

意的服务，产消者势必需要具备一定水平的服务能力，包括产消者个人观念、知识和技能等，这

影响着产消者能否成功地创造和实现价值。进一步而言，根据能力水平的差异，存在着“专业

型”和“业余型”这两种类型的产消者，前者有更加专业的服务能力，能够提供标准甚至更高水

平的服务。实际上，由于相对缺乏企业的服务管理系统和服务团队的支撑，产消者通常需要独

自完成从谈判议价到服务提供，再到交易完成的各个环节，这无疑增加了产消者参与服务生产

活动的难度。所以，产消者自身在服务方面的能力是保障其能够提供一定水平的服务和获得既

定经济回报的重要前提。从这个方面来说，产消者自身还需要担负起因能力不足而导致服务收

益不佳的问题。总之，有关服务的能力是保障产消者顺利开展服务活动的关键。

命题1：产消者在服务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得”（收益）与“失”（成本）的权衡，并体现在动

机激励、机会创造和能力保障这三个方面。

2. 产消者服务过程中的交换机制

研究表明，在市场交换活动中，不同的个体之间通常会有着不同的交换方式，如企业与消

费者之间通常采取企业单边主导式的交换，企业一线服务员工与消费者则还涉及到个人间的

人际交换；而消费者之间通常会采取基于友情的社会化交换（Jones等，2008）。由此可见，在不

同的服务过程中，交换规则可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在个体间的交换活

动中，受益的一方若认为施惠方提供了价值，其通常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互惠义务（Cropanzano
和Mitchell，2005），继而促进其产生互惠行为。这一点尤其对产消者的服务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产消者与企业以及专业的一线服务人员有所不同，其与消费者的互动更倾向于两个

平等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因此，除了在数字平台商业规则下的交易交换以外，数字经济中的

产消者往往拥有着与其他消费者对等的地位和权力，而并不践行传统服务“顾客即上帝”的逻

辑。例如，一些短租平台的房东甚至还可以拒绝消费者的消费诉求（Karlsson等，2017）。由此本

文推断，除了需要提供标准的乃至高水平服务的经济交换，产消者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还存

在着较高水平的个人间社会交换，这两种交换机制同等重要的并存于产消者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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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服务实践中，产消者群体还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如一些出行司机能够提供积极的

温情服务（Hein，2019），同时也有一些则可能会实施负面的行为，如性骚扰事件（Griffith等，

2018）。由此我们推断，产消者异质性可能影响着不同类型的产消者如何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换

句话说，影响着其如何进行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在实践中，数字经济虽然赋能社会大众利用

数字技术来参与商业服务活动，这种广泛性虽然能促使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市场

服务活动，但由此形成的庞大产消者群体则可能是难以预料的复杂和多样。进一步而言，由于

参与数字经济平台的门槛较低，许多消费者都能选择转化成为产消者，而这势必使得产消者群

体处于高度的服务知识和服务能力差异化的境地。此外，不同类型的产消者可能还具备着不同

的能力和服务导向。例如，一些服务能力较强的产消者虽然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标准化服务，但

同时可能会更加关注利润，十分注重经济交换（Benítez-Aurioles，2018）；而消费者之所以愿意

与产消者进行市场交换，还有多方面独特体验等价值诉求（Mahadevan，2018），而一些能力不

强但致力于社交互动的产消者则可能更好地满足该方面需求。

命题2：产消者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存在两种同等重要的交换机制：经济交换和

社会交换；产消者异质性会影响这两种交换机制的效果。

3. 产消者服务结果中的消费者响应

相较而言，由于产消者在服务活动中并不受到传统企业对正式员工那样正式的契约约束

和标准化管理，因而其服务通常还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可以推断，产消者角色的这种特殊性

使得其与消费者的互动与传统企业或员工与顾客的互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

可能影响着产消者与消费者互动的结果（项典典，2020）。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这与产消者与消

费者双方的交换规则有紧密的关系。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有关交换规则的阐述，在不同的个体交

换关系中，通常存在着不同的交换规则（exchange rules），如注重明确交换条件和利益分配的协

商规则（negotiated rules）和以相互依存的信任和承诺为核心的互惠规则（reciprocal rules），这
些交换规则引导着收益、成本或贡献等资源如何在交换个体之间进行分配（Cropanzano和
Mitchell，2005）。从这个意义而言，在不同的情景中，不同的交换规则影响着个体之间资源的交

换方式，表现为不同的互动关系（Finch等，2012）。因此，与明确交易细则的传统经济交换活动

所不同，在数字经济中，产消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趋于对等且不完备的个体人交互，互惠

规则可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交换规则，由此大众对他人的信任水平成为了关键

（Kozlenkova等，2021）。基于此，在互惠规则的主导下，消费者对产消者的服务不仅有交易型的

响应行为（如购买、忠诚），而且更可能表现出关系型的响应行为（如互惠活动）。其中，交易型响

应行为以“达成交易”为核心，而关系型响应行为则以“公民式互惠”为核心。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平台企业得以更迅速地开展国际化业务，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

于一些数字平台能够非常便捷地获得产消者这一人力资本，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够便捷地

在平台中注册成为一名产消者。但与此同时，鉴于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方面存

在诸多乃至截然相反的差异，消费者的感知和评价也势必存在着很多区别。例如，优步在其国

际化的进程中发现，提高司机产消者服务效率的策略在德国和美国更有效，但是在法国则反

之。因为法国中的个体大众比起效率，更关心公平和平等（Girotra和Netessine，2014）。由此我们

推断，尽管数字平台在多个国家中通过招募产消者来提供服务，但不同国家中的消费者对产消

者服务的认识和评价则可能存在着诸多不同方面的权变性。

命题3：产消者服务能够激发消费者两种重要的响应行为：交易型响应行为和关系型响应

行为；并且，国家情境因素可能发挥着重要的边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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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论

综上，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研究工作：第一，在对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及相关术语展

开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和厘清了产消者的内涵，总结了产消者在个体与企业关系、产消者资

源禀赋和数字技术赋能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二，系统全面地描绘了产消者研究的脉络，明确了

数字技术对产消者研究的推动作用。第三，从服务营销的角度，提出了产消者服务准备、服务过

程和服务结果评价这三个环节的分析框架，评析了相关研究的进展。第四，基于相关理论和研

究发现，提炼了产消者服务有待进一步探讨的三个关键命题。由此，本文为推动数字经济背景

下的产消者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并提供了相应的实践启示。

在理论方面，首先，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产消者的内涵。具体而言，鉴于已有的产消

者概念存在诸多争议和模糊之处，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产消者的内涵和特征以及与其他相关

术语的区别和联系，从而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本文将数

字经济和产消者彼此相对割裂的领域联结起来，不仅丰富了已有的数字经济研究体系，也拓展

了产消者内涵的相关研究。其次，在促进产消者相关研究方面，本文起到了承上启下和点面兼

具的作用。本文基于对以往研究文献的脉络分析，将产销者研究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较为全

面地梳理了以往研究进展和不足，能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产销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的参

考依据。同时，在界定代表性产消者的基础上，本文拓展了产消者服务的研究主题。本文提出了

产消者的事前服务准备、事中服务过程和事后服务结果评价这一分析框架，将产消者服务纳入

到了服务营销的研究视野中，总结已有的研究贡献和不足，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框

架平台和丰富的拓展空间。最后，本文还提供了引领未来产消者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MOA模

型、社会交换理论等相关理论，以及本文所提出的产消者服务环节分析框架，本文凝练了三个

重要的研究命题，这些命题涉及产消者服务准备、服务过程及服务结果评价三个环节的关键。

未来研究可基于这些关键性命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产消者研究的已

有成果。

在实践启示方面，本文能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销者活动和数字平台企业治理方面的

政策制定提供相应的支撑。数字平台企业通常面临着管理供应方（生产者）和需求方（消费者）

的平台治理问题，因而加深对产消者的理解，特别是有关其服务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的理解，无

疑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基于服务营销的视角，分析和总结了产消者在三个不同的服务环节中

的关键问题和研究进展，因而能够为管理者制定管理举措提供其所需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本

文所提出的三个核心命题，对平台企业未来的治理举措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其中，命题一提供

了产消者多方面收益和成本的权衡以及动机激励、机会创造和能力保障等重要的分析依据，能

够为企业在开展产消者市场研究方面提供研究思路。命题二强调了产消者与消费者互动中的

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异质性，这意味着平台企业在制定平台治理举措时要兼顾两种不同的

交换机制，同时要因地制宜地针对不同的产消者制定相应的引导方针。例如，对于一些专业型

产消者，应当强化其积极践行社会互动意识的引导，以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命题

三则对一些已经或计划开展跨国经营业务的平台企业有一定的启发。一是需要认识到消费者

对产消者服务的响应存在多样性，而不仅仅是以交易为主；二是这种响应会受到国家社会情境

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数字化平台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业务时尤其需要注意母国市场

与目标东道国市场在社会大众方面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此外，实际上，在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

策的制定层面，针对数字经济中的新兴产消者群体正在出台相关保障政策，例如《关于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深圳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适用住房公积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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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等。本文对数字经济中的产消者现象的阶段性总结能够为进一步政策的进一步制

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依据，为保障日益壮大的产消者群体的权利以及解决相关的民生福祉问题

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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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rosumers are those consumers featured with a production function. They not only
create value through production activities, but also enjoy the value through consumption activ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nurtures this group. Howev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economy, limited studies have been synthesized the conception, features, and relevant theme
research of prosumers. Thus,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and illuminates the terminology of prosumers
through clarifying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other service provider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t defines the
digitalised prosumer as the individuals who provide and dominant peer-to-peer service through the
digital platform. They utilize personal resource endowment to fulfill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themselves  and  other  peers.  Specif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umers  and  firms  shows
distinctiveness with conven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s and firms, and offers great flexibility
in their service activities. Further, prosumers input and dominate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ir service provision proces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y empowers
prosumers with high autonomy and liquid roles, which could be switched from consumers to prosumers,
and vice versa.

Secondly, using exhaustive literature retrieve work and 403 English and Chinese paper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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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 the research streamline of prosumers, which includes three stages of research: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sump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Moreover, to conclude the prosumer research in a
service 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previous research in a framework of service chain (i.e., service
preparation, service process, and service outcomes evaluation). In these works, we provide longitudinal
and theme maps for reviewing the prosumer research.

Thirdly, us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otivation,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MOA) model
and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therefore proposes three propositions: service prepar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prosumers which indicates prosumers have different “benefits-costs” trade-offs,
and these tensions are connected with motivation,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aspects; exchange mechanisms
in the service process which mean the exchange between prosumers and consumers featured with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exchange,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prosumers moderates how prosumers exchange
with consumers; customer responses to prosumer service which include both transactional and relational
responses, and the country factors might play the conditional roles in these effects.

To conclud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by buil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separate area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rosumers,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prosumers, providing a
systematic view of prosumer research streamline, and guiding futur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rosumer
research. As such, it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for prosumers in a digital economy world, and also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platform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olicy-making for prosumer well-being.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prosumers; review; service marketing
（责任编辑：宋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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